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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軍事傳播學涵蓋了軍事與傳播，而軍事的研究是與戰爭是脫離不了關係。儘管衝突與戰爭與

人類如影相隨，但有關軍事傳播的系統性研究卻一直到 20 世紀中期以後才開始大量的出現。 

本研究採取文獻分析法，詴圖對於在數位時代下的軍事傳播學研究作一檢視，藉以瞭解：軍

事傳播學研究的發展歷程，以及其定義與研究範圍為何？是何種因素促成軍事傳播學研究內涵與

範圍的改變？在數位化時代下，隨著傳播研究典範與理論的轉移，特別是傳統大眾傳播研究，對

於軍事傳播學研究帶來了那些的啟發？隨著數位化時代的來臨，軍事傳播學研究的研究主題與面

臨的挑戰有那些？ 

本研究計有五大單元，依序為前言；軍事傳播學的定義與發展歷程；傳播學術典範的發展與

轉移對軍事傳播學研究的啟發與影響；數位時代下軍事傳播學研究面臨的挑戰；結論。 

 

關鍵詞：數位時代、軍事傳播學、軍事新聞學、傳播學術典範、新聞產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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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ademic field of military communication contains military and communication.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litary research and war. Despite the fact that conflict and war follow 

mankind every step of the way, much research did not appear until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By using documentary research method, this study is intended to examine the following research 

questions: what are the evolution, definition, and research areas of militar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What kind of factors facilitate the changes of nature and areas of militar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What are inspirations of transfer of communication paradigm and theory, particularly the traditional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on militar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the digital era? In terms of 

coming of digital era, what challenges are faced by the militar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 study has been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including introduction; the definition and evolution of 

military communication; the inspirations and influences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aradigm’s 

development and transfer on militar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militar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conclusion.  

 

Key words：Digital era, military communication, military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aradigm, news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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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軍事傳播一詞涵蓋了軍事與傳播，而軍事的研究是與戰爭是脫離不了關係，

即使處於和平時期，建軍備戰的工作也持續不斷的在進行著。由此可知，瞭解軍

事傳播學的研究，戰爭的相關研究是一個重要的切入點。 

衝突與戰爭就像人類的身影，一直跟隨著人類 （倪樂雄，2002）。歷史家

Hobsbawm （1995:22）曾表示，我們對於人類 20 世紀的瞭解是無法脫離戰爭的，

這個世紀「是由戰爭加以註記。縱使在沒有槍砲聲時，人們也是依照著戰爭來生

活與思考」。在進入第二個千禧年之後的 21 世紀初始，和平曙光不僅未出現，甚

至仍遙不可及。 

20 世紀前半世紀發生了兩次人類歷史上最具規模的毀滅戰，使得人們相當

渴望和平，許多不同領域的學者包括政治學、法學、人類學、社會學、傳播學

與經濟學等都紛紛投入和平的相關研究，使得和平研究成為一個跨領域的新興

學門（葉德蘭，2003；胡光夏，2008）。儘管如此，過去的許多和平研究卻往往

是從戰爭研究中產生出來的，研究的主題包括戰爭的本質、原因與終止戰爭的

途徑等。 

戰爭是人類社會暴力衝突的最高型態，可以在瞬間奪走人們的骨肉、親友與

同胞的生命。對於未直接參與或捲入戰爭的人們而言，戰爭則時時刻刻的在覬覦

人們的心智與「目光」。 

在現代大眾傳播媒體出現前，人類主要是依賴口語與文字來述說戰爭「故

事」。現代型式的報紙出現後，才開始有專業的戰地記者來報導衝突與戰爭的新

聞。對於新聞產製者而言，傳播科技的發展與運用，深切的影響新聞守門人對於

軍事新聞的報導，特別是戰爭新聞的再現。胡光夏（2004、2005、2007）曾依照

傳播科技的發展歷程，將媒體報導戰爭的歷史區分為：平面媒體的戰爭報導時期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電視戰爭報導時期（越戰時期的報導）、衛星與有線電

視報導時期（第一次波斯灣戰爭的報導）、電視直播與網際網路的報導時期（第

二次波斯灣戰爭的報導）。2003 年第二次波斯灣戰爭不僅延續第一次波斯灣戰爭

的「傳播戰爭」、「資訊傳播技術戰爭」與「智慧武器戰爭」，更創下了網際網路

大規模參與戰爭的報導（胡光夏，2007）。而網際網路的時代也意謂著數位時代

的報導已成為一種普遍的趨勢。 

對於戰爭的決策者與發動者而言，每一種「新」傳播媒體的誕生，都意謂著

可以作為戰略與戰術的新工具，也是遂行心理戰與宣傳戰的好幫手。Hiebert

（1995）就認為，大眾傳播媒介是現代戰爭中的基本要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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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衝突與戰爭與人類如影相隨，但有關軍事傳播的系統性研究1卻一直到

20 世紀中期以後才開始大量的出現。事實上，不只是作為傳播研究次領域的軍

事傳播研究出現的晚，就連傳播（特別是大眾傳播）的相關研究也是在 20 世紀

初期才開始浮現。Benard Miege （陳蘊敏譯，2008）曾指出，在人類的歷史上，

傳播是一種相對比較新的功能，其取得學門自主的地位的時間很短，因此，可能

會遭到誤解與否認。Miege 更進一步指出，在許多的國家中，傳播僅等同於大眾

傳播媒介研究、廣告研究、公共關係研究與民意研究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因為在

當代，幾乎所有不同的社會領域，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涉及了傳播。在各種政治、

經濟、社會、文化與新聞的論述中，都與傳播有著緊密的關係。 

本研究就是在此一種背景下，採取文獻分析法，詴圖對於在數位時代下的軍

事傳播學研究作一檢視，藉以瞭解：軍事傳播學研究的發展歷程，以及其定義與

研究範圍為何？是何種因素促成軍事傳播學研究內涵與範圍的改變？在數位化

時代下，隨著傳播研究典範與理論的轉移，特別是傳統大眾傳播研究，對於軍事

傳播學研究帶來了那些的啟發？隨著數位化時代的來臨，軍事傳播學研究的研究

主題與面臨的挑戰有那些？ 

正如方鵬程（2005：17）所指出的，「迄今軍事傳播的探討或研究，或可謂

處於起步或是拓荒的階段，或對此仍有保留，是否有必要加以界定或獨立成為一

個學門，尚屬仁智互見」。但從國內外的相關研究文獻的逐漸累積，無疑的，作

為傳播學領域的次學門─軍事傳播學已逐漸吸引來自不同領域學者的加入，特別

是在強調「反恐戰爭」的 21 世紀初始之際，期待本研究的研究成果能奉獻一己

之力。 

本研究計有五大單元，依序為前言；軍事傳播學的定義與發展歷程；傳播學

術典範的發展與轉移對軍事傳播學研究的啟發與影響；數位時代下軍事傳播學研

究面臨的挑戰；結論。 

貳、軍事傳播學的定義與發展歷程 

就如同傳播學研究一樣，最早是從新聞學研究逐漸擴展到大眾傳播學的研

究，要瞭解軍事傳播學也要先從軍事新聞學的定義與發展來加以瞭解。 

（一）軍事新聞學的建立與發展 

在現代型式的報紙媒體出現之前，東西方有關戰爭的報導或記載主要是以官

                                                 
1
 事實上，口語傳播或語藝（Rhetoric）的研究已有很長的歷史，此處作者應該是指透過傳播媒

體中介的傳播。 



胡光夏、陳竹梅 

 5 

方或參戰者的目擊來加以撰寫（胡光夏，2007）。一般大都認為，克里米亞戰爭

（1853-1856）是開啟平民報導戰爭的先河（Hiebert, 2003），而參與報導該戰役

的英國《泰晤士報》（Times）記者 William Howard Russell 被認為是現代戰地記

者先驅者之一（胡光夏，2007）。因此，軍事新聞學的研究可以說是從克里米亞

戰爭開始。也就是說，軍事新聞學的發展與戰爭的報導有著密切的關聯。 

軍事新聞學一詞的英文是「Military Journalism」。基本上，是以傳統新聞學

門冠上軍事一詞。因此，軍事新聞學是新聞學與軍事相互重疊的一門學科。 

在以往，由於軍事新聞傳播現象具有特殊性，軍事新聞研究的高難度，以及

軍事新聞研究成果的相對狹隘性等因素，投入此一領域的相關研究較為稀少。童

兵（2000）曾指出，中國在抗日戰爭前後，才開始有人從事軍事新聞學的研究。 

1938 年以前，與軍事新聞學相關的專門著作僅有梁士純於 1936 年出版的《戰

時的輿論及其統制》。此後至 1944 年間，相關的著作陸續出現，如 1938 年出版

的五本著作，任華明的《戰時新聞學》、張友騫的《戰時新聞紙》、趙超構的《戰

時各國宣傳策略》、王新常的《抗戰與新聞事業》、中國青年記者學會的《戰時新

聞工作入門》，孫義慈於 1941 年出版的《戰時新聞檢查的理論與實務》，田玉振

於 1944 年出版的《戰時新聞工作的途徑》（童兵，2000）。 

這些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出版的軍事新聞的相關著作，主要都是以戰時的新

聞與傳播問題為研究的重心，較少觸及軍事新聞的平時工作。 

國民政府自從播遷來台後，有關軍事新聞學的相關著作也較為缺乏，相關的

理論與實務工作技能的傳授，主要是由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新聞學系的前身政治作

戰學校新聞學系在遂行，曾先後編撰了一些教材，但教授的重點主要仍著重在傳

統的新聞學領域中。 

海峽對岸的中共，對於軍事新聞學的相關研究顯得較為積極，相關的軍事新

聞學著作於 1980 年起，陸續出現。 

1988 年由毛文戎與史文亭共同撰寫《軍事新聞學簡論》一書。該書同時涉

及平時與戰時的軍事新聞傳播問題，內容包括：軍事新聞的黨性和使命、衡量軍

事新聞的尺度、拓寬軍事新聞報導面、軍事新聞的宏觀信息、訓練報導、軟科學

報導、軍事新聞的對外報導、語言特色、典型報導及其連續、軍事新聞的採訪和

時效性、軍事新聞工作的基本素質等。 

1991 年展江與楊魯江共同出版《新聞與戰爭》。1999 年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

院展江的博士論文《戰時新聞傳播諸論》由經濟管理出版社出版，內容著重在從

古代至 1991 年波斯灣戰爭期間的戰時新聞傳播實踐及其發展脈絡、戰時新聞傳

播與社會演進的關係、以及其不同於和平時期新聞傳播的種種規律等（童兵，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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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由南京政治學院軍事新聞學系的盛沛林教授等人共同撰寫《軍事新

聞學概論》一書，是中共第一本對軍事新聞事業、軍事新聞工作與軍事新聞現象，

較為有系統論述的著作。該書除緒論與結語外，計有十六章，內容涵蓋：軍事新

聞定義的界定、軍事新聞特點的闡釋、軍事輿論導向與軍事輿論監督、軍事新聞

的黨性與群眾性原則、軍事新聞傳播受眾的類型與特點分析、軍事典型報導、軍

事新聞指導性與真實性原則、軍事宣傳謀略與策略、戰事新聞傳播與新聞事業、

戰事新聞傳播法則、軍事新聞工作者的素養等（盛沛林編，2000）。 

在中國大陸所出版的這些軍事新聞學的相關著作中，內容雖然觸及一些在平

時與戰時，軍事新聞的一些基本概念與實務工作等方面，但其所強調的軍事新聞

學，是著重在黨性、指導性、群眾性與宣傳性等特質。中國大陸為了落實軍事新

聞的教育訓練還特別在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成立軍事新聞學系。 

台灣建軍備戰思想與戰略的主要來源的美國，美國在民間大學方面則有雪城

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設立軍事視覺新聞學學程（programs），該學程區分

為軍事攝影學（military photojournalism）與軍事動畫媒體（military motion media）

等兩種專長課程，主要是訓練在雪城大學的預備軍官訓練團的學生。 

從上述的探討，可以瞭解到，早期中文有關軍事新聞學的研究是著重在戰爭

時期為主，近期則開始著重在基本理論架構的建立，探討的重點涵蓋平時與戰

時，研究的成果也逐漸展現出軍事新聞學門的研究特色，並逐漸與傳統新聞學有

所區隔。 

（二）軍事新聞學的定義 

軍事新聞學是屬於新聞學的一個次領域，主要是以新聞學為基礎，將相關的

理論與實務工作運用於軍事方面。新聞學是一門研究新聞傳播現象、新聞傳播事

業、以及新聞與社會互動的學門；軍事新聞學則是一門研究軍事新聞傳播現象、

軍事新聞傳播事業、軍事新聞工作、以及軍事新聞與社會互動的一個學門（盛沛

林編，2000）。 

早期的軍事新聞學僅涵蓋傳統的新聞學內容，然隨著傳播科技的發展與時代

的變遷，以及大眾傳播學門的興起，特別是廣告與公關產業的蓬勃發展，軍事新

聞學的內涵也不斷的在擴充，將以往僅著重在軍事新聞的採訪、編輯、發行、對

媒體關係，以及文宣工作的推展等，擴展至危機的處理與應變、議題管理、雙向

溝通等。 

（三）軍事新聞學的內涵與範圍 

從以上軍事新聞工作的發展與演進、軍事新聞學的相關著作、以及軍事新聞

的定義與目的等的內容探討，可以瞭解到，軍事新聞學是新聞學的一個分支學

門，是針對平時與戰時的軍事新聞工作、軍事新聞事業、軍事新聞傳播活動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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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理論與實務的綜合論述與研究。  

軍事新聞學的範圍涵蓋：軍事新聞採訪、軍事新聞寫作、軍事新聞攝影、軍

事新聞事業的經營與管理、媒體聯繫、軍事新聞法規、危機管理、軍事議題管理、

軍事評論寫作等。 

二、軍事傳播學的定義與研究範圍 

（一）軍事傳播學的定義 

軍事傳播學是一門科際整合的學門，主要是由軍事學與傳播學、新聞學所構

成，但卻與心理學、社會心理學、政治學與社會學等不同學門有著密切的關聯。 

如上文所指出的，先有軍事新聞學再擴展成軍事傳播學。以美軍為例，早期

的軍事新聞工作著重在公眾宣傳（Publicity），後來逐漸擴展為公共事務工作，涵

蓋的內容除了傳統的軍事新聞工作外，包含對內溝通、媒體關係與社區工作等三

大項，這些的工作範圍早已超越了純粹的軍事新聞報導的實務與理論。 

方鵬程（2005：6）將軍事傳播界定為是「軍隊、軍事單位或軍人所進行有

關的溝通、宣傳及媒介傳播等的理念、工作與實務」，其具體的涵蓋層面包括：

軍隊內部的傳播工作、軍中文宣、軍隊與媒體關係、軍隊對媒體傳播的運用，以

及軍隊的公共事務等。 

傳統上，軍事傳播的主要傳播者是政府、國防單位、軍隊與軍人（方鵬程等，

2005）。除此之外，軍事傳播與大眾傳播的主要另一項差別是傳播的目的。軍事

傳播的主要目的是以國家利益為主（方鵬程等，2005），而大眾傳播的目的主要

則包括商業與公共利益。軍事傳播作為一種軍事戰略與戰術則是一種精神戰力的

經營。 

方鵬程（2005）的定義主要是將軍事傳播的主體定位為是政府與國防軍事單

位與人員。而軍事傳播的目標可區分為四個主要對象：內部受眾、社區民眾、一

般社會大眾、以及特定受眾。內部受眾包括現役軍士官兵、文職聘雇人員、退除

役官士兵與後備軍人等。社區的民眾則是部隊駐紮地區附近的民眾。一般社會大

眾則不僅是官士兵的主要來源，同時也是納稅人的角色，不僅是全民國防需要民

眾的支持，民意也會影響國防的決策。特定受眾則是經挑選過的對象，如地方意

見領袖、各級民意代表等。 

然而，在網際網路與數位的時代中，此一定義可能會面臨到一些挑戰。主要

的原因是包括仍沿用舊的傳播學典範，採取從上到下的傳播方式，且著重在宣

傳、說服與民意經營等層面。在數位時代中，傳播者與接收者的界限已經模糊不

清了，再加上傳播科技的匯合、數位內容的匯合等變化，必須有不同的思維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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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軍事傳播學的內涵與範圍 

軍事傳播學除了涵蓋傳統的口語傳播外，還包括大眾傳播。大眾傳播是由英

文 Mass Communication 一詞直接翻譯而來。大眾傳播是指利用傳播工具，將一

定的意識內容，傳播給社會大眾的一種行為（鄭貞銘，1975）。 

大眾傳播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新傳播媒體，如廣播與電視等的逐漸普

及後，才興起的一個學門。大眾傳播研究的範圍通常是以美國的傳播學者拉斯威

爾（Harold D. Lasswell）的傳播模式：「誰 說什麼 透過何種通道 對誰說 達到

何種效果」（Who says what in which channel to whom and with what effect）為基本

範圍。依此一模式，其研究的內容包含：傳播者的研究、傳播內容分析、傳播媒

介與傳播過程分析、閱聽眾研究、以及傳播效果分析等。 

大眾傳播學的研究則包括傳播者的動機研究與傳播組織、傳播內容、傳播媒

介、傳播過程、閱聽眾、與傳播效果的綜合研究等（李瞻，1972）。基本上，大

眾傳播學在一些批判理論，如文化研究、批判性傳播政治經濟學、女性主義與後

現代主義等的加入後，其研究的領域也擴展至研究大眾傳播媒介與整體社會中的

其它機制的互動與互動所產生的相關問題，以及階級、性別、種族等層面的議題。

大眾傳播學門的研究是一門科際整合的學門，必須具備有政治學、經濟學、社會

學、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統計學等的基礎，而在批判理論興起後，大眾傳播學

又與文學、歷史學等學門，有著密切的關聯性。 

在從事軍事傳播研究時，有三個基本的分析層面：傳播內容的產製、內容、

以及閱聽眾的接收。在網際網路時代中，這三個層面是以動態的方式變動與運作

的（Oates, 2008:158）。 

方鵬程（2005）主張軍事傳播探討的主題應涵蓋了內部成員關係、社區民眾

關係、一般民眾關係、政府跨部門間的橫向與縱向關係，以及國際間的關係等。

在這些主題中，新聞傳播媒體是最值得注意的焦點，不論在戰時或平時，媒體關

係的經營與管理就顯得特別的重要。 

軍事傳播學的媒體層面研究包括：可以控制的媒體與不能控制的媒體。可以

控制的媒體是指由政府或軍方所出資或籌辦的媒體，包括對內溝通與對外溝通的

媒體。不能掌控的媒體是指商業經營或私人所擁有的媒體。 

由以上的探討可以瞭解到，如以政府與國防軍事單位與人員為軍事傳播的主

體，軍事傳播除了涵蓋傳統的軍事新聞學外，還包括了公共關係、民意與國際關

係等領域。 

總結，軍事新聞學在研究範疇上，比新聞學與軍事傳播學要來的窄，主要是

著重在與軍事有關的新聞活動，可以說是，屬於新聞學的一個次領域。軍事新聞

學從新聞學汲取了新聞工作的理論與實務、新聞事業的經營與管理、新聞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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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動等概論與實務的知識。軍事傳播學則除了涵蓋軍事新聞學外，也從大眾傳

播學門吸取了廣播與電視等電子媒體的相關理論與實務、廣告與公關產業的相關

技能與知識、以及傳播活動與社會的互動等。 

三、影響軍事傳播學發展的因素 

Oates（2008）曾歸納出在民主政治的體制中影響戰爭新聞的因素包括：全

球的政治情勢、菁英對衝突的形塑、軍隊的資訊管理、衝突的地點、衝突的時間、

媒介體系、記者的自我認知、以及新傳播媒介等。 

Oates 的觀點主要是針對影響戰爭新聞產製的因素所歸納出來的，而在上文

中已指出，軍事傳播學是從軍事新聞學擴展而成的，且戰爭與此一學門的發展息

息相關。 

軍事的競爭與對抗可以說是新傳播科技的主要孕育者與催生者之一（胡光

夏，2007）。Mattelart（陳衛星譯，2005）認為，從歷史的角度來檢視傳播（特

別是國際傳播）的發展，其中交織著戰爭、進步與文化，以及三者間連續不斷的

相互交錯軌跡。傳播除了被用來進行戰爭外，在和平時期也激發出對傳播本身的

研究與分析，並且將研究成果運用於軍事服務。從電報、無線電廣播、衛星通訊

技術與網際網路等，就可以瞭解到這些現代的「新」傳播科技都與軍事有著密切

的關係。 

Louw （2003:220）認為，現代的傳播媒介本身已成為一種衝突的舞臺（The 

media as a theatre of conflict）。媒體成為當代衝突的手段與工具，主要是經由兩組

不相關的思潮與情事所構成的。首先，如後現代主義者 Baudrillard（1995）所宣

稱的，波斯灣戰爭是一種重大虛擬（gigantic simulation）的戰爭，人們是被電視

影像所轟炸，而不是飛彈。其次是，科技發展所促成的「軍事事務革命」（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RMA），也就是戰爭的本質已逐漸成為科技化（technologized）、

資訊化（informatized）、中介化（mediated）、數位化（digitalized）。 

從以上的論述可以瞭解到，武器與通訊傳播科技發展是促成改變的最重要兩

個因素，以下分別加以探討。 

（一）戰爭型態的改變 

Alvin Toffler 與 Heidi Toffler（傅凌譯，2003）在其所著《新戰爭論》（War and 

Anti-War）一書中，將戰爭的型態分為三波：農業、工業和資訊。俄羅斯的軍事

理論家如斯利普琴科則以戰爭的起始年代、武器系統、主要能源、戰術和特點等，

將戰爭型態的演進區分為六代：冷兵器、火器、近代火器、機械化、核戰爭和資

訊化戰爭（轉引自王凱，2000：4）。Webster （2003）將現代戰爭類型區分為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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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型式：工業戰爭（industrial warfare）與資訊戰爭（information warfare）。工業

戰爭的期間是從 1914 年至 1970 年代，1970 年代以後則屬於資訊戰爭。 

Webster （2003）指出資訊戰具有六項特點：戰爭不再需要大規模的人力，

而是以「知識戰士」（knowledge warriors）來處理複雜與電腦化的武器裝備；戰

鬥單位已轉變成次要角色，而由更專業化與科技化來取代；軍事武裝衝突是一種

「立即性戰爭」（instant wars） （Castells, 1996:454-461），正面的遭遇戰會很短

暫，可能僅有數天或者數週之久；資訊戰並不需要很多的詳細計劃，而是需要嚴

密的與彈性回應的計劃；減少平民對戰爭的參與，而依賴專業知識戰士；資訊戰

注重國內與全球民眾的「感知管理」（perception management）。 

資訊戰最重要的特色就是數位化與電腦化。由於戰爭的型態改變了，也促成

了軍事傳播學對於傳播者、傳播通道、接收者等傳播要素的不同思維。 

（二）「新」媒體的出現 

基本上，不同時代中各種「新媒體」的出現，都會對於新聞產製的概念、形

式與技術等帶來一些衝擊，也因而促使新聞傳播領域的理論與實務不斷的擴展與

充實。 

隨著傳播科技在新聞採訪與寫作上的應用，新聞學的領域也從早期的報學，

發展到後來的廣播學與電視學等。而從 1990 年代中期起，由於網際網路的興起，

對於傳統新聞學的平面與電子媒體的劃分，帶來了很大的衝擊，更對傳統新聞媒

體的經營者帶來了極大的挑戰。回顧傳播媒體的發展史，這似乎是每一種新媒體

出現的必經歷程。 

Virilio（1989:7）曾指出，「戰爭的歷史是一種視野快速改變的歷史。」從傳

播媒介在戰爭報導中的應用，可以瞭解到隨著傳播科技的演進，在不同的戰爭

中，傳播媒介所「中介」（mediated）或再現（represented）的戰爭景況，確實有

著很大的不同。 

新傳播科技的不斷出現，逐漸改變了傳播者與接收者的角色。美國國家廣播

公司（NBC）前新聞部總裁 Lawrence Grossman 在談到傳播媒體的發展對於閱聽

眾的影響時表示：「印刷機讓我們通通變成讀者。影印機讓我們通通變成發行人。

電視機讓我們通通變成觀眾。數位化網路則讓我們通通變成廣播員。」（轉引自

蔡繼光等譯，2000：71）。 

如果以 M. McLuhan（1964）所提出的「媒介就是訊息」，將媒介視為人的延

伸，則隨著傳播媒介的演化與發展，戰爭報導所帶給我們的是符合人體的各種功

能需求，分別是著重在眼睛（報紙、電視）、耳朵（廣播、電視）、腦（電腦網路）

等。基本上，McLuhan 所提出的媒介進化歷程是從提供線性思考的印刷媒介，演

進到影像流通世界的電視媒體，最後到衛星和數位網路的全球化與地球村（吳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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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2003）。 

隨著科技的發展與運用，戰爭本身在逐漸的改變中。在資訊戰爭中，其

特點是廣泛的運用資訊和傳播科技於戰爭中，再加上對於媒體特別關注

（Webster, 2003）。Marshall McLuhan 在 1960 年代時就曾預言，未來的戰爭

不再是傳統武器的地面戰，而是透過媒體所進行的影像戰（轉引自 Kamalipour, 

2004: 92）。 

新資訊科技影響戰爭資訊化主要在四個方面 （Louw, 2001:182-183）： 首

先，新數位科技產製出可以迅速終結戰爭的「聰明」殺人武器（smart killing 

machines）。此一科技是資訊化的，能使戰爭看起來無血腥且乾淨清爽，完全

符合公關的需求，也就是可以使戰爭看起來是像電玩遊戲戰（video-game 

warfare）。 

其次，就如同經濟已資訊化一般，戰爭也已資訊化。擁有數位新科技能使戰

爭迅速結束的原因之一是，由於能透過數位科技蒐集到大量的資訊與情報，有利

於指揮官對於實體與非實體軍事目標的決策作為。 

再者，全球資訊網絡可以作為散佈假資訊與心理戰來擾亂敵人的有效管道，

且可以即時的傳送外交訊息。最後，有能力發動資訊戰的已開發國家的人民已高

度的「媒介化」（media-ized），深深地會被媒體的影像所影響。在資訊戰中，一

般民眾已不再是以兵士被徵召來參與戰爭，而是以戰爭的觀看者（spectators of 

war）被動員（Ignatieff, 2000）。對於軍事的領導者而言，如果透過媒體的報導，

而讓民眾看到戰場的傷亡場景，將可能會引發反戰的浪潮。 

參、傳播學術典範的發展與轉移對軍事傳播學研究的啟發 

促成軍事傳播學研究的改變除了武器與通訊傳播科技的發展外，傳播研究典

範的轉移對於軍事傳播研究的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與目的論等提供了不同角

度的思維，更影響了研究的焦點與分析的架構。 

胡光夏（2007）已指出，越戰前有關媒體與戰爭的相關學術研究文獻較為缺

乏2，越戰之後，相關的學術研究才陸續的出現。越戰之後，也使美軍痛定思痛

的進行公共事務的革新，因此，有關軍隊公共事務的相關研究也逐漸出現。這些

變化使得軍事傳播研究的範圍逐漸的在擴展，然研究的重點仍著重在衝突與戰

爭，特別是媒體在戰爭中的角色。 

                                                 
2
 其中較廣泛探討且有用的書是由 Philip Knightly（1975）所執筆的 The First Casualty，但此書並

非從學術性的角度來加以探討（Hallin, 1997: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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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in（1997:206）將以往媒體與戰爭的研究歸納為三種研究取向：媒體與

民意研究3、戰爭媒體社會學研究4、戰爭文化研究5。Carruthers（2000:11）則將

戰爭與媒體研究歸納為以下幾項：媒體在單一衝突或事件中的表現、戰地記者回

憶與說明、軍事與媒體關係分析、戰時媒體應用（如宣傳戰、戰爭照片或影片）

等。 

Marwick（1977, 1988）與 Hallin（1997）認為，以往許多的經驗性研究大都

缺乏與社會理論相結合，未將戰爭與戰爭的傳播對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影響、公共

領域的結構或是政治文化與社會意識型態等加以討論。 

在這些學者的歸納中，較為忽略的是有關傳播研究典範的檢視，特別是在

1990 年網際網路出現後，人類開始進入數位化逐漸普及的社會，不僅影響人們

的日常生活，更帶給學者對於原有學術典範與理論的適用性的反思。 

本單元區分為三部分，首先檢視數位時代來臨，其次是傳播學術典範的轉

移，最後則探討學術典範轉移對軍事傳播研究的啟發。 

一、數位（第二媒介）時代的來臨 

Holmes（2005）指出，從 1990 年代的中期開始，有關網際網路的文獻開始

大量的出現，使得「第二媒介時代」的概念獲得發展。Poster （2005）所出版的

《第二媒介時代》（The Second Media Age）系統性的檢閱了這些文獻，並提出了

對傳播科技與新傳播科技對社會進程的反思。基本上，第一媒介時代是指廣電媒

體的時代，而第二媒介時代是指互動媒介的時代，主要是由網際網路所發展出來

的傳播體系。 

網際網路的發展是源自於 1950 年代的冷戰時期，美國主要是考量到國家安

全、共產主義的擴散、前蘇聯於 1957 年 10 月 4 日成功發射 Sputnik 衛星、以及

核子武器的潛在性毀滅等，而加以研發 （McPhail, 2002:220）。起初，網際網路

的研發主要是為了解決軍方的一個重要問題，特別是在面臨危機和衝突時的通訊

聯絡：如何透過電子將策略性的資訊傳送到遠方，而且可以保證正確與抵達目的

地呢？（McPhail, 2002: 219）。在美國軍方將網路的研究成果與應用釋出，並且

                                                 
3
 此類研究時大都採用社會調查研究法（Social Survey Methods），瞭解民眾對戰爭的態度究竟是

支持或者反對，此類研究大都缺少民族誌的研究（Ethonographic Studies） 
4
 主要的研究包括：探討新聞記者報導戰爭新聞的例行性本質，媒體與軍隊、政府和其它成員在

戰時的關係，以及戰爭報導的經濟情境等。 
5
 在這三種取向中，此一取向較少，但已逐漸累積中。戰爭的文化研究將戰爭視為是一種有意義

的社會活動，也是一種流行文化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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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90 年代中期被商業化後，網路在民間的使用快速的蓬勃發展。以新聞為例，

起初，網頁只被視為是另類替代的新聞來源，然而現今卻已成為主流的新聞來源

之一（McPhail, 2002: 222），並且已逐漸超越傳統的媒體。  

網路的出現究竟為社會帶來了危害或者利益是一直不斷的在論辯中，網路樂

觀主義者（cyber-optimistic）（如 Rheingold, 1995; Toffler and Toffler, 1995; Dyson, 

1998 等）都主張，網際網路提供了獨特且令人樂觀的機會來改善社會，特別是

在公共領域的政治參與方面。網路懷疑論者（cyber-skeptics）（如 Davis and Owen, 

1998; Norris, 2000 等）則抱持著懷疑的態度，認為只是在強化現狀。至於悲觀主

義者（cyber-pessimists）（如 Wu and Weaver, 1996; Galston, 2003）則主張網際網

路會對民主體制造成危險，有潛在的可能性會對社會資本與社群聯繫造成負面的

影響。 

Holmes （2005）歸納第一媒介與第二媒介的主要差異包括：少對多 vs.多對

多的傳播、單向 vs.雙向傳播、受政府管制 vs.不受政府管制、不平等的政制體制

vs.民主化、零散的使用者 vs.自主的參與者、意識的影響 vs.個體的體驗。 

第一媒介時代是屬於制式化的所有權與控制權，傳播者的守門人角色極為明

顯，然而第二媒介是屬於互動性的社會，是以數位化、網路整合的多元性傳播模

式為基礎的傳播系統（Castells, 1996:374）。Holmes （2005:13）則認為，第二媒

介時代不是新世代的轉移，而是一種傳播的整合形式，在其中並沒有新的事物，

而是廣電媒介、印刷媒介與網際網路等傳播媒介的共存。互動與數位化將傳統的

舊媒介重新加以改造（Van Dijk, 1999）。Flew （2002:10-11）主張，數位化使媒

介間相互運用與平台化，並且進行網絡化。 

在所謂的第二媒介時代中，經常被提及的一詞是匯流（convergence）。匯流

的觀點牽涉到產業、媒介與個人化媒介科技等三種的匯流（Holmes, 2005:64）。

媒介科技的匯流是這三種匯流的基礎點，涵蓋基礎結構（傳輸的連結，如衛星、

光纖與微波等）與傳輸工具（如網路的電視與廣播等）。 

數位傳播科技與接收過程中包括：內容來源、訊號處理、傳輸方式與接收、

訊號處理、家戶設備等過程（Grimme, 2002）。在此一過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

媒體實體產品的數位化，以及傳輸方式與接收。傳統媒體實體產品的數位化是此

一過程中的內容來源。數位內容具有四項優點：精確，大量複製也不會失真；可

以壓縮與大量儲存；可以採加密處理，以限制接收對象；數位資料具有通透性，

可以隨時再使用，並且在數位通路或載體上被呈現（謝奇任，2005）。在數位時

代中，傳輸方式與接收的特色是媒體科技的匯流。匯流是指舊的傳統媒體（如報

紙、雜誌、無線電視、有線電視、廣播等）與新媒體（電腦與網際網路）的結合

（謝奇任，2005；Lawson-Border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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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傳播學術典範的轉移 

上文已指出，軍事傳播學的涵蓋範圍之一是軍事新聞學，且由於軍事新聞學

的發展早於軍事傳播學，因此，對於新聞學典範的轉移也有必要進行檢視。 

（一）新聞產製典範的轉移 

Tumber 與 Prentoulis （2003:228）指出，我們正持續目睹新聞學典範的轉移：

從不涉入（detachment）轉移至涉入（involvement）、從確認（verification）轉移

至主張（assertion）、從客觀至主觀。 

這種新聞學典範的轉移可以從每隔一段時間就有一些新的名詞出現，可以略

窺一二，如資訊式新聞學、新新聞學、公民新聞學、公共新聞學、政治性新聞學、

鼓吹新聞學、交談式新聞學、參與式新聞學等（胡光夏，2008）。 

新聞產製的理論取向可以分為四種：功能主義、批判性傳播政治經濟學

（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現象學（phenomenology）、文本

研究（textual studies）（Schudson, 1991; Ferguson and Golding, 1997）。 

功能主義是屬於行政性研究，將媒體描述成是一個大社會系統中的一部分，

大多數的研究是採取內容分析或是量化研究方法，少數則採取質化研究法如參與

觀察法等。功能主義原先是採取所謂「守門人」（gatekeeper）的概念，來探討新

聞媒體的守門過程。在 1960 年代後期與整個 1970 年代期間，功能主義的傳統開

始受到批判與質疑，不同的理論典範開始出現，而這些新出現典範的共同特點是

強調新聞「產製」（production）的概念，也就是主張新聞是「製造」出來，而非

如功能主義般強調是客觀存在，等著被媒體守門人來加以發現。 

在網際網路出現後，最值得注意的是出現了網路新聞學（online, internet, or 

cyber journalism）與公民新聞學（citizen journalism）。 

網路新聞學提供了替代觀點、情境與意識型態的多元性報導，提供了使用者

來自全球的不同報導（Allan, 2006:105）。此類網站鼓勵公共的對話與爭辯，並且

積極的參與提供「新聞」。由於傳播科技的發展，使得攝影與採訪等都極為方便，

樂觀者主張，人人都可以成為記者，使得公民新聞學的概念也開始受到重視。有

些專門的網站鼓勵民眾上傳所見所聞，如 indymedia，ohmynews 與 wikinews 等

網站（Allan, 2006）。而這類民眾參與的新聞也被稱為參與式新聞學（participatory 

journalism）。 

具有提供新聞資訊性質的網路部落格也是另一個受到矚目的現象。有人認為

部落格本身就是屬於新聞學的一部分。新聞部落格是一種新型態的「共享式新聞

學」（participatory journalism），藉由個人主動地參與了新聞訊息的蒐集、分類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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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分析、報導與傳佈（Lasica, 2003; Wall, 2004）。新聞部落格所展現出來的是

非正式的交談、平等參與主義、主觀的觀點與寫作的多樣化等（謝奇任，2006）。 

與軍事新聞研究有關的是戰爭部落格（warblogs）的出現。戰爭部落格的參

與者包括：新聞媒體組織、新聞工作者、獨立個人與團體組織等（胡光夏，2007）。

戰爭部落格是在 2001 年 911 的恐怖攻擊之後開始出現。此類部落格宣稱是在對

恐怖宣戰（war on terror），主要是提供主流傳播媒體所無法擔負的職責，那就是

告知民眾可能的風險、威脅與危險（Allan, 2006）。在 2003 年美國發動對伊拉克

的戰爭前，戰爭部落格的主要論爭可以劃分為兩種的立場，支持或反對美英兩國

對於中東地區的介入立場。這些部落客（blogger）有些是兼具傳統媒體的新聞工

作者身份，有些則是獨立的新聞工作者（solo journalist），為網路媒體、印刷媒

體或廣電媒體採編新聞。這些新聞工作者能夠迅速在戰地前線快速的移動主要是

憑藉著移動的通訊科技（mobile technologies），如筆記型電腦、數位相機與攝影

機、影音電話與小型的衛星通訊碟等裝備。 

以戰爭部落格為例，傳統戰爭報導與部落格報導的最大的差別是：認可 vs.

不受認可、精煉 vs.原始、客觀 vs.主觀、第二手資料 vs.第一手資料、依附 vs.獨

立、包裝過 vs.幕後、保持距離 vs.連結在一起、由上而下 vs.互動性、演說性 vs.

會談性（Matheson and Allan, 2006）。網路新聞學與傳統新聞學的主要差別是在媒

介的應用上，但在屬性上則兼具了傳統平面媒體與電子媒體的特性。在新聞的定

義上，也呈現多元性，不再只是侷限於傳統媒體機構記者所撰寫的新聞（胡光夏，

2007）。 

至於部落格方面，也不斷的在進化，由使用者端所產製的報導愈來愈多樣

性，如移動部落格（moblogging）6、照片部落格（photoblogging）、影片部落格

（video blogging）、影音部落格（audioblogging，以MP3或MP4的型式呈現）（Allan, 

2006:172）。 

（二）傳播學研究典範的轉移 

Miege （陳蘊敏譯，2008）將傳播思想或典範的發展過程區分為三個時期：

奠基期（1940 年代至 1960 年代）、研究問題的拓展期（1970 與 1980 年代）、以

及當前的爭議期。儘管 Miege 是從 1940 年代開始論述傳播思想的發展，但他特

別提到，在西方，有些傳播問題的探討，甚至從希臘時期就已經開始了。不過，

值得注意的是，他特別提到在 1927 年由拉斯威爾所發表的一篇名為〈政治宣傳

的理論〉的文章，此一文章將政治宣傳納入其主要的分析框架中。由此可知，傳

播思想的發展與宣傳、民意有著非常密切的關聯性。 

                                                 
6
 移動部落格是指使用電話或其它移動的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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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軍事傳播學的角度而言，傳播主體是政府與國防軍事單位，也是以民意與

宣傳等有著緊密的關聯。以美國為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策劃了許多的宣

傳活動，也因而產生了許多的宣傳家，這些人員包括公共關係顧問、宣傳人員與

募款專家等，都是屬於民意的塑造者（王石番，1995）。這類民意研究與宣傳活

動的結合，奠定了日後宣傳與說服研究等大眾傳播理論研究的基礎。因此，對於

民意研究的發展歷程也要有所瞭解。王石番（1995）將民意研究的歷史區分為萌

芽期（1934 年以前）、成長期（1935 年至 1950 年代）與成熟期（1960 年代迄今）。 

在萌芽期的階段中，民意學者已瞭解到宣傳是戰爭與外交政策的武器，也是

內部控制的一種工具，其研究範疇包括了領導統御心理學、官兵關係、心理作戰、

國際宣傳戰與心理戰等方面。在成長期的階段中，由於民意調查的技術與闡釋等

都取得了重大的進展，因此提供了遂行國際宣傳與心理戰略的良好依據，研究的

領域主要聚焦於民意與外交政策、心理戰等方面。在進入成熟期後，研究就愈來

愈多元化與紛歧化。 

Miege（陳蘊敏譯，2008）所檢視的奠基期理論主要包括：控制論模式、大

眾傳播媒介的功能主義取向、結構主義方法在語言學中的應用。 

提出控制論的主要學者包括：Weaver 與 Shannon 的傳播數學理論與 Norbert 

Wiener 等人。Weaver 與 Shannon 所提出的理論與模式是較為人所熟知的，而

Wiener 則是較為陌生。他是一位數學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主要工作是

解決與軍事戰略有關的問題與操作性的研究。 

大眾傳播媒介的功能主義取向的主要研究學者是來自於政治學、社會學與社

會心理學領域的學者。早期的主要代表的人物包括：拉查斯斐、賀夫蘭與拉斯威

爾等。功能主義的主要的理論包括：宣傳與說服、兩級傳播、民意、議題設定、

沉默螺旋、涵化理論等。控制論模式與功能主義取向研究有兩個根本上的差異（陳

蘊敏譯，2008）。首先，控制論模式強調循環模式，功能論則是著重在原因與效

果7；其次，控制論者對於社會整體訊息的流通感到興趣，而功能主義者則思考

大眾傳播媒介在社會中的角色與影響。 

結構主義的方法為於傳播研究的影響主要在三個方面（陳蘊敏譯，2008）：

首先，不再從傳播者的角度出發，而是從傳播的文本（text）著手，從事文本的

敘述結構分析；其次，跳脫傳統語言學的研究範疇，也對傳播的視覺訊息進行研

究；最後則是對自動化訊息研究的關注，也就是特殊化的訊息領域。 

研究問題的拓展期所出現的理論與典範則開始呈現多元性與紛歧性。主要的

                                                 
7
 早期是藉用社會心理學的刺激與反應模式，但後來進行了修正，不再著重在以行為改變為主要

效果的論述，而將研究的焦點關注於態度與認知等長期的效果。 



胡光夏、陳竹梅 

 17 

理論思潮包括：批判性傳播政治經濟學、傳播的語用學、傳播的民族誌、科技與

中介社會學、訊息的接受與媒介使用的形成、傳播哲學、文化研究、女性主義、

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等。 

至於當前的爭議期方面，主要是延續研究問題拓展期的研究議題所進行的檢

視，特別是有關資訊社會或網際網路社會的相關傳播議題。 

Barr（2000:117）在其著作中曾指出，從網際網路在全球的快速成長，獲得

人們的熱烈的支持，但在此同時，也對於未能解決的問題感到困惑，因此，吾人

可以視網際網路是一種典範的轉移。 

三、傳播學術典範轉移對軍事傳播學研究的啟發 

傳播研究可以分為學術性與應用性研究。同樣地，軍事傳播學研究也可以區

分為這兩種研究。 

（一）應用性研究 

應用性的研究主要是能將研究成果用於軍事傳播的實務工作。在數位的時代

中，隨著軍隊事務的革新，如何妥善與有效運用網際網路來推展各項軍事傳播工

作，是一個值得思考，且頗為急迫的問題。  

在分析網路媒介時，對於不同的組成要素的檢視是相當重要的一部分，這些

組成要素包括網頁內容、電子郵件、線上論壇、部落格（blog）與播客（podcast）
8等（Oates, 2008）。根據統計顯示，到 2007 年為止，全球上網總人口數已經達到

11 億多（Oates, 2008:157）。 

隨著學術研究典範的轉移，軍事傳播者不能再以傳統的由上而下的傳播模式

與效果論來作為分析的架構。在數位時代中，對於傳播者、網路內容、接收者、

媒介通道的匯合等議題，軍事傳播者都要考量到網路的多元性、共同參與、快速

流動性與互動性。 

儘管數位時代的軍事傳播者已不再侷限於政府的國防部門、軍隊、軍事單位

或軍行所進行的傳播，而是在網路上傳播軍事資訊和提供服務的任何人，但兼負

國防使命的國軍與國防單位仍應主動提供第一手資訊，透過全球資訊網、電子郵

件、部落格、新聞群組、網路聊天室等，並且積極與民眾互動。 

在網路內容方面，絕大多數的資料都是屬於數位資料，數位資料具有精確不

失真、可被壓縮與加密處理等特性外，更具備有即時性、豐富性、多樣性、個別

                                                 
8
 播客有的譯為個人廣播電台，是指在一個特定的網路位址中所匯集的數位檔案，通常是以影音

為主（Oates, 2008: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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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超文本等（謝奇任，2005）。軍事傳播者應改量將原有大量的紙本或類比資

料逐漸加以數位化，並研究如何將這些資料匯合與運用，以利針對不同的傳播對

象來選擇傳播的訊息。特別是在數位內容的匯流下，聲音、文字、影像等內容的

製作，必須考量到匯合。 

在傳播媒介的通道上，麥克魯漢（Marshall MacLuhan）主張媒介是人的延

伸，都是在擴展人體的身體功能。例如，電視就是人的眼睛的延伸，廣播與電話

是耳朵的延伸，而網際網路則是人類神經系統的延伸。在以電腦為基礎的數位時

代中，傳播媒介具有混合性、非專屬性、互動性、兼具私人與公共性、管制程度

較低、相互連結等特性（謝奇任，2005）。軍事傳播者必須要有系統的進行研究，

必須進行傳播媒介的匯流，使得傳統的報紙、雜誌、廣播、電視與電影等媒介能

夠匯合在以網路作為一個綜合平台的媒介，特別是移動通訊與傳播媒介的匯合，

更是未來的趨勢。儘管媒介的匯合已是一種趨勢，但軍事傳播者仍應具有高度的

機密敏感度，以確保軍事傳送與接收的安全。 

至於使用者方面，傳統閱聽眾或接收者的概念，已逐漸被網路使用者、參與

者或網民（netizen）等所取代。數位時代的網路傳送者與接收者間的界限已非常

模糊不清。軍事傳播者絕對不能忽視網民的主動性，應對提供各種的互動性通道

進行研究，以針對不同的傳播對象提供適當的互動機會。 

（二）學術性研究 

軍事傳播的學術研究仍屬於在發展階段中。中外大部份的研究仍以實證性的

典範為主，利用內容分析法與社會調查法等社會科學的方法來進行研究。理論方

面則包括議題設定理論、框架理論等效果理論為主。 

在相關替代性典範的不斷出現時，可藉由後現代主義理論、女性主義理論、

批判性傳播政治經濟學、民族誌、後殖民主義等，來檢視數位時代中的軍事傳播

現象。藉由種族、性別、階級、離散、認同、恐怖等概念，可針對社會與文化層

面等傳播現象，進行深入的檢視。 

肆、數位時代下軍事傳播學研究的研究主題與面臨的挑戰 

一、研究的主題 

軍事傳播學由於是傳播學門下的一個次領域，在研究的範圍上，可以依據傳

播的區分層級來加以細分。因此，依照傳播的層級，軍事傳播的研究範圍可以分

為：人際傳播、小群體傳播、組織傳播、公眾傳播與大眾傳播等。儘管此種區分

方式有助於研究主題的尋找，但範圍仍然過大，且無法突顯出軍事傳播學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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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與特色。 

另一種區分是參考樓榕嬌等人所著（2005）的《軍事傳播：理論與實務》一

書，可以將研究的主題區分為：公眾新聞傳播，包括發言人、記者會、軍事新聞

文字傳播、軍事新聞電子傳播；作戰時期軍事新聞傳播，涵蓋戰地新聞處理、隨

軍記者、軍聞工作與國家安全；語言傳播與運用；軍隊公共關係議題，檢視社區

關係、危機傳播與不實報導等議題；軍事傳播與科技，分析網路傳播與網路新聞

學等。 

從上述的研究範圍區分中，與本研究較為相關的範圍是軍事傳播與科技。上

文中已指出，美軍軍隊事務革新的最大特色是資訊化與數位化。在數位化的潮流

趨勢下，軍事傳播研究的研究主題可以包括：軍事新聞網站的建構、軍事部落格

與戰爭部落格、數位整合的媒體平台建構與內容研究、軍事網路的網路病毒與駭

客攻擊、網際網路與宣傳戰、網際網路與心理戰、網際網路與軍事危機處理等。 

二、面臨的挑戰 

軍事傳播學研究所面臨的挑戰主要有三個：軍事傳播學的學門正當性問題、

傳播的主體性問題、理論的適用性問題。 

（一）軍事傳播學的學門正當性問題 

一個學門的成熟與否主要是在於是否在大學的高等教育學府中有相關科系

的設立、專門的學術研究機構與學會、以及學術期刊的發行等。 

上文已指出，軍事新聞學在國內外已有相關的學系或課程，並且已有專書與

相關的學術著作。而軍事傳播學的研究則是處於起步的階段。國內目前僅有一本

由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新聞系與世新大學新聞系老師所合著的《軍事傳播：理論與

實務》一書而已。兩相比對，軍事新聞學比軍事傳播學來得成熟一些。 

一般人或許會說，軍事傳播工作只不過是一門技術或技藝，只是將傳統傳播

學的基本概念、理論與實務技能等，運用於軍事方面。在本質上，軍事傳播學是

傳播學的應用，且其範圍較傳播學窄，既然有傳播學，又何必細分為軍事傳播學

呢？如果軍事傳播學成立的話，未來是否會有更細的軍事傳播學出現呢？例如，

軍事口語傳播學、軍事大眾傳播學、軍事組織傳播學等。 

儘管可能會有以上的這些種種的質疑，但世界學術研究的潮流趨勢是，日益

朝著愈細部分工學門的發展與強調學門間的科際整合。再加上，有鑑於軍事傳播

工作的發展與實際的需要，實在有必要為軍事傳播學門的發展，來奠定一些基礎。 

（二）傳播的主體性問題 

在數位的時代中，傳播者與接收者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這使得軍事傳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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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體性面臨了挑戰。現代傳播的專業分工通常將傳播者區分為四種類型（Bruce, 

1992）：發言人或新聞傳播秘書、演講與文稿撰稿人、形象經營人、公共關係或

危機傳播管理人。這種專業的區分是從大眾傳播的角度，並且是以傳統媒體為主

要通道來加以區分的。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在數位時代中，互動性、即時性與對談性是傳播的重要

特性，且傳播者本身也兼具接收者的角色，誰是真正的傳播者已很難加以辨認。

在此種狀況下，以傳播效果為主要考量的軍事傳播主體（國防單位或軍事單位）

很難有效的加以評估。此外，網路社群的分散性與分歧性也都造成在研究上的難

以掌握。 

（三）理論的適用性問題 

傳統的軍事傳播研究大都借用大眾傳播理論、口語傳播理論、組織傳播理

論、人際傳播理論、公眾傳播理論、公共關係理論與廣告理論等來進行研究。從

軍事傳播者的角度而言，主要關切的是傳播的效果、傳播的訊息、傳播的工具與

接收者等的分析。這些研究歸納起來主要還是借用民意理論、宣傳與說服、議題

建構理論、危機溝通理論等。在數位時代中，這些理論的適用性與解釋力也面臨

了要重新加以評估。具體的主要因素有二：第一、這些理論都是以傳統大眾傳播

媒介所具有的影響性與效果為基礎，而在數位時代中，閱聽眾已愈來愈分歧化與

多元化，因此，相關理論的解釋力與適用性，都可能需要重新加以檢證；第二、

軍事傳播研究是一個新興的領域，由於在本質上，更容易受到國際政治、外交等

因素的影響，使得所借用的這些理論也面臨到適用性的考驗。 

值得一提的是，隨著典範的轉移，理論愈來愈多元化，特別是後現代理論的

出現，對於以強調理性與邏輯性的現代理論已提出質疑與批判。在此一情境下，

軍事傳播學門如何藉由研究的累積來建構或修正理論，都是從事軍事傳播的研究

者要面臨的挑戰。 

伍、結論 

本研究採取文獻分析法，主要在檢視數位時代下的軍事傳播學研究，藉以描

繪出軍事傳播學的定義、發展，並分析傳播學典範的轉移對於軍事傳播研究所帶

來的啟發。在資訊社會中，訊息的數位化已愈來愈普及，而處於此一情境下，軍

事傳播研究的當前課題有那些也是本研究的另一關注重點。 

軍事傳播研究的起步較晚，是從軍事新聞學逐步擴展而成。軍事傳播除了涵

蓋傳統的軍事新聞學外，還包括了公共關係、民意與國際關係等領域。基本上，

促成軍事傳播研究改變的最重要兩個因素是武器與通訊傳播科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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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軍事傳播研究是從軍事新聞研究發展而成，新聞學典範的轉移也帶來一

些的啟發。新聞學典範的轉移從報導立場的不涉入（detachment）轉移至涉入

（involvement）、從確認（verification）轉移至主張（assertion）、從客觀至主觀。 

傳播思想或典範的發展過程區分為三個時期：奠基期、研究問題的拓展期、

以及當前的爭議期。在理論方面，從早期的著重在效果，逐漸出現多元的典範，

包括詮釋學的傳統與批判理論等，使得傳播研究的主題擴展到了社會情境脈絡、

文本、接收的分析等。這些不同的理論與研究取向不僅可以擴展軍事傳播的研究

面向，更提供了分析的架構。 

在數位化的潮流趨勢下，軍事傳播研究的研究主題可以包括：軍事新聞網站

與部落格、數位整合的媒體平台建構與內容研究、軍事網路的網路病毒與駭客攻

擊的研究、網際網路與宣傳戰、網際網路與心理戰、網際網路與軍事危機處理等。 

軍事傳播研究所面臨的挑戰主要有三個：軍事傳播學的學門正當性問題、傳

播的主體性問題、理論的適用性問題。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限制有三個。首先，本研究是採取文獻分析的方法，著重

在概念性的探討，因此，比較缺乏實證性的資料作為論證的基礎。其次，軍事傳

播學門是一個新興的領域，本研究屬於初探性的研究，相關的論述仍有待進一步

的研究。最後，傳播的數位化仍在持續的進行中，本研究採數位化時代一詞仍有

待商榷，因為有些人稱為資訊時代、後工業時代、後現代、第二現代等。 

目前全球雖然遭逢經濟危機，但衝突與戰爭的危機仍存在著，特別是恐怖攻

擊事件仍頻傳，且近期北韓詴射「衛星」（或導彈）、以及核子武器詴爆等，使世

人擔心武器競賽是否會重演。在此種情境下，軍事傳播領域可以研究的問題相當

的多。本研究已提出部分的研究方向，藉以拋磚引玉，期待未來能有更多的研究

出現，藉以充實軍事傳播的研究，使此一領域能逐漸邁向成熟的學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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